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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线上,而现有

研究中关于地方政府如何积极利用互联网增进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讨

论相对不足。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微观个体互联网

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创新地引入“接触假说”检验政府

积极的网络参与行为对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的效果。 首先,基准结果表

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而言,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程度更低;其次,为了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历史上的固定

电话用户数和地表起伏度作为个体是否上网的工具变量,以及 PSM-
DID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均肯定了基准回归中的发现。 此外,本文的

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将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和“用于商业”的受

访者,“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受访者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

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为明显;而相较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大专、本科

及以上”的群体,“中等学历”群体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

任的下降更加显著。 最后,本文通过数字政务和政务微博两个线索验

证政府积极地利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接触沟通可以有效提升信任,
并且对于将网络“用于娱乐” “用于社交”以及中等学历的群体来说,
“接触沟通”增进政府信任的效果更加显著。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互

联网更加深入人们生活的后疫情时代,政府应积极适应技术变革,增
强与民众的互动,提升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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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运行效率。 当公民排斥、远离政府甚

至拒绝参与政府的各项活动时,不仅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与权威,还将提高行

政成本,降低政策推行效率(Putnam,1993)。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还将深刻地改

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运行秩序,在此背景下讨论互联网数字接入对于地方政府

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如何积极有为地利用好互联网工具增进与民众的信任,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跨国研究的经验来看,互联网普及和深化的二三十年也是民众对政府信

任普遍下降的时间段,诸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政府都面临着严

峻的信任危机(Abramson
 

and
 

Inglehart,2009),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这种对

政府的不信任在西方国家愈演愈烈,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网络上的

信息真假难辨,参差不齐,一旦采取信任的决策意味着承担未来不可预期的风

险。 因此,出于自我保护,人们会对网络上的信息保持谨慎或者不信任,并潜移

默化地把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处理个体与政府的信任关系中。 与此同时,互联

网弱化了政府对传播媒体的内容审查。 每一位网民都是信息的潜在生产者,当
个体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获得不愉快的体验后,就会有可能在社交媒体、视
频平台上发表有关政府的负面信息,即使平台公司迅速删除,也多是事后补救,
远远追不上互联网的指数级扩散速度。 信息的生产不再由少数几个新闻出版

集团垄断,增加了行政审查的难度,政府的形象开始因负面新闻而一次次遭受

冲击。
更为关键的是,互联网新闻媒体、自媒体热衷于关注负面消息以获得关注

度,这无疑放大了冲击。 例如,一条轰动的负面新闻可以在多个头部媒体平台

广泛传播,网民也热衷于转发扩散。 与此对应的是,一条积极向上的新闻通常

只在少数几个官方媒体有限传播,这种选择性放大效应使得政府在维护公共关

系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 除此以外,风险社会的到来也使得全能型政府面临更

多挑战。 囿于当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各种自然灾害,公共事件易发、多发和

突发,而且这些事件通常难以事先辨识、防御和管理,直接的后果是事件产生的

影响深远而持久(张成福和边晓慧,2013)。 当政府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表现不

佳时,民众的不安全感和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会相互叠加,进一步加深了人

们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
如何增进政府信任? 已有的研究认为我国政府需要坚持以发展为中心,持

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解决好政府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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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以上这些是增进政府信任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措施。 但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到电子政务对于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如毛万磊和朱春

奎(2017,2019)、朱春奎等(2017)以及李燕和朱春奎(2017),但是这类研究缺

乏一个合理的框架去解释为什么电子政务有利于增进信任,而本文通过引入

“接触假说”可以很好地将其纳入到分析框架中。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集,主要研究了互联

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利用互联网工具增

进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这两个问题。 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
均而言,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而以“数字政务”和“政务微

博”为代表的政府积极沟通接触行为则会改善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1)相较于已有的相关文献,本文采用更

加细致的实证策略来识别互联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如
使用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PSM-DID 方法来克服此类研

究中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结论更加稳健可靠。 (2)本文创新性地引入“接触假

说”验证了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接触沟通能够提升信任的效果,
为当前政府机构的一系列网络参与行为(例如在抖音、Bilibili 开通官方账号,增
强影响力)提供了证据支持,也为地方政府如何利用互联网改善公共关系提供

了参考。 (3)本文发现互联网数字接入会更加显著地降低“用于社交”群体、
“用于娱乐”群体以及“中等学历”群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这些群体也是较

容易通过“沟通接触”增进对地方政府信任的群体,丰富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社会

影响力的认识。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 1 部分梳理相关的文献;第 2 部分设定相应

的计量模型,并介绍变量与数据;第 3 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 4 部分在“接触假

说”的框架下考察了沟通接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改善作用;最后,归纳结论及提

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1　 文献综述

中国互联网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
络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娱乐中心、购物中心、交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新冠肺

炎疫情的持续蔓延更是加速了网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人们花在短视频、社交

软件、资讯软件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网络俨然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但

是网络环境中的关于地方政府的信息真假难辨,并且负面新闻通常具有选择放

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在维护公共关系面临着巨大挑战。 本文探究互联网数字

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可能的影响,并创新地引入“接触假说”来验证沟通接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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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地方政府信任中的作用。 因此,本小节的文献回顾主要围绕政府信任、互
联网对政府信任冲击以及“接触假说”这三个方面展开。

1.1　 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又叫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

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Hetherington,1998)。 政府信任是一

般信任针对特定对象的情形,据契约论的观点,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委托—代理的关系: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行使,同时期望维持或获得相应

的权利与利益,而政府代理公众行使行政权,并通过履行职责也获得相应的利

益,当政府能够满足民众的期望时,政府信任则会产生;而民众不信任政府则会

导致行政成本增加。 当公民排斥、远离政府甚至拒绝参与政府的各项活动时,
将不仅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与治理绩效,而且从根本上引发政府的正当性危机

(胡荣等,2011)。
整体来看,政府信任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来自于一种无关

认知与利益的道德选择(道德层面)。 道德层面的政府信任是构成一切信任关

系的基础和本源,作为一种美德和公共善良促使社会公共生活成为可能。 其次

来自于个体基于经验与利益的认知判断(认知层面)。 认知层面的政府信任是

信任价值的展现与再确认,对政府行为与结果的理性评估成为决定公民与政府

信任关系的核心因素。 最后在公民与政府具体的交往互动关系中形塑(行为层

面)。 行为层面的政府信任体现了信任关系在公民与政府的具体交往行为,公
民个体的、微观的互动体验直接影响并塑造着公民与政府的信任关系:这分别

构成了政府信任的道德基础、认知基础和行为基础。 政府信任的行为基础则是

指公民在与政府的具体互动中的直观体验与诉求的满足。 不同类型的公民具

有不同的互动诉求,不同的互动模式产生了不同的互动体验,这使得微观、具体

的互动行为建构了实践过程中的公民与政府的信任关系(张成福和边晓慧,
2013)。

当代政府普遍面临着民众信任下降的困局,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公民诉求的多元化和异质化。 在传统社会,公民的需求相对单一和同

质,政府有能力也较容易满足公民诉求,并以此获得公民的依赖和信任。 但是

现代社会,公民需求变得多元且具有差异,而且这种诉求并不局限于结果本身,
更进一步转向政府行为和政府过程,当政府无法有效回应公民不断增长的与更

高质量的诉求时,公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也在逐渐增长。 第二,新闻传媒特别

是网络新媒体的日益发展。 由于新闻媒体倾向于关注负面消息并往往具有放

大效应,过去“秘密”运作的官僚系统逐渐公开化,政府不堪的一面越来越多地

暴露于公众,Nye
 

et
 

al. (1997)将媒体的这一行为概括为“揭弊” (whistle-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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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这些消极信息无疑严重降低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感。 第三,理性公民

的增长。 信任的下降也可能是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意识的增强,公
民由于接受教育而变得更加理性等等。 事实上,这样一种理性的、适度的政府

不信任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基于公民的理性成长并促进对政府的积极监督和有

效控制(张成福和边晓慧,2013)。

1.2　 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冲击

人们接收到的与政府有关的正面或负面的信息,深刻影响着其对政府的信

任水平,而当下互联网成为人们制造和传播信息基地,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

着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摆脱了面对面交流的自我克制和

熟人社会的传统规范,无所顾忌地表达自我观点,甚至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使
得当前的网络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虚假和负面的内容,关于政府的负面信息也

在其中,而民众接收到的信息会深刻影响到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态度

(Acemoglu
 

et
 

al. ,2020),尤其是互联网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速度,关
于政府的负面信息被有选择地放大。 因此,当人们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之

后,对政府的信任会相应降低。
 

除此之外,信息过载理论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数字接入是如何影响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互联网对知识生产、储存和传播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信
息资源储量急剧膨胀,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每个

人在一定时间内的处理信息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接受了太多信息却无法有效整

合、组织及内化成自己需要的信息,则会降低其信息处理能力(Simon,1997)。
具体到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冲击方面,人们在生活中借助多媒体有意

识或无意识地接收到关于政府的各种信息,但人们通常很少去深思应该把自己

宝贵的精力用于阅读哪些信息及不需阅读哪些信息,更很少去厘清关于政府的

信息哪些真实的、哪些是为博取关注而故意被夸大的,因此,耗费许多记忆空间

用于无用信息的吸收(Bawden
 

and
 

Robinson,2009)。 当人们接收到关于政府信

息的过度刺激时,重要与不重要、真实与不真实信息之间的界限容易变得模糊,
在此情况下,个体可能会采取“心理旷工”的行为,从而使自身与现实隔离,来达

到自身不受信息过载影响的目的(顾犇,2000)。 更进一步地,采取积极的信任

态度意味着付出情感成本以及后续行动,为了避免自身陷入不必要的风险中,
人们普遍会以不信任态度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互联网数字接入影响人们对政府

信任的一种机制。
国内关于互联网接入与信任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但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游宇等(2017)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会降低公众政治

结构的信任度,但该结论对中国的适用性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因为在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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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观念中,中央政府与其他机构是独立的。 Li(2004)研究表明中国民众对

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则较低,作者认为中国民众

对中央政府的更高信任似乎部分源于儒家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传统。 尽管大多

数人不知道中央政府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认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

益。 但在游宇等(2017)的研究中,他们将中央政府与其他机构混合在一起进行

实证分析,导致对中国的参考价值有限。 苏振华和黄外斌(2015)发现互联网使

用频率越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但个体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存在很强

的内生性,作者的估计策略忽视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且该研究仅使用一

年的截面数据,样本量较少,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存疑。 王衡和季程远(2017)将
研究视角转向互联网使用者的政治心理特征,他们发现与自我型网络使用、娱
乐类信息偏好的网民相比,社交型网络使用、时政类信息偏好的网民政治信任

水平更低,但是他们的研究缺乏规范严谨的实证策略,且样本量过少。 王伟同

和周佳音(2019)发现个体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能够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但
该结论对于政府信任适用性存疑。

1.3　 “接触假说”与增进政府信任

在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如何积极有为地利用互联网维护或增进民众对政

府的信任? 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们一直试图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社会

中的偏见和不信任,以及消除误解、增进信任的有效方法。 社会学和心理学在

这一领域耕耘多年,积累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诸如多元环境脱敏理论、包容教育

计划、立法干预措施,接触假说等(Paluck
 

et
 

al. ,
 

2019)。 其中,“接触假说”得
到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增
进信任。

“接触假说”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是 Gordon 于 1954 年出版的《偏见的本质》,
该研究的灵感来自于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不同种族的人口在居住地点隔离和

工作场所隔离的减少,带来对黑人偏见和不信任缓解的现象(Williams,1947;
 

Mussen,1950;
 

Allport,1954)。 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Gordon
 

Allport
 

提出在

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的接触沟

通,可能会减少偏见,增进信任。 此后,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调
查等研究方法验证了 “接触假说” 对于减少偏见、改善不信任的有效性

(Hewstone,2003;Pettigrew
 

and
 

Tropp,2006)。
 

例如 McNeal
 

et
 

al. (2008),从数

字政务和社交媒体互动切入,他认为数字政务的引入大大降低了信息公开和

传播的成本,极大地便利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和扩散,降低了民众在政府机构

面前的信息不对称,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同样的,Warren
 

et
 

al. (2014)的
研究也发现政府与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互动,会增强公民的网上参与,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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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现有文献虽然对互联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但是在两者因果关系的识别策略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 而在如何利用互

联网改善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方面,经济学研究者对此的讨论较少,少数关于

数字政务和社交媒体互动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缺少可

靠的实证检验。 并且,现有的经济学相关研究缺乏合理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政府

积极的网络参与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为

此,本文首先使用了更加细致的实证策略来考察互联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

任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接触假说”检验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增进

与民众的接触沟通,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改善作用,以期能够在以上几个方面有

所贡献。

2　 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计量模型

　 　 首先,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个体的互联网数字接

入是否会影响其对地方政府的主观信任评价,具体模型如下:
Trustit = βDigitalit + γP it + ηC it +λ t + μi +εit (1)

等式(1)中,Trustit 是受访者 i,在 t 年份,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评分。 Digitalit 是数

字接入,用受访者是否上网的二元变量来表示;P it 是一系列控制个体特征的变

量,包括收入、年龄、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所属城乡分类、受教育年限、社会

地位、重大疾病、失业状况;C it 是一系列控制城市特征的变量,包括房屋均价、交
通拥堵指数、地震灾难频次、每万人医疗床位数、一般财政支出总额、空气污染

状况; μi 是个体固定效应;λ t 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 是随机扰动项。
针对互联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

面,本文在模型(1)中尽可能地加入较多的个体特征变量和城市特征变量,控制

干扰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在模型(1)中使用了严格的固定效应

策略,不仅控制了发生在特定年份宏观冲击,还控制了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不

可观测因素。 但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无法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或者内生

于个人的因素,影响到互联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因果关系的识别。 为

此,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Digitalit = βIV + γP it + ηC it + μi +εit

Trustit = βDigitalit
︿+ γP it + ηC it + μi +εit (2)

　 　 此外,本文还参考周观平等(2021)的研究,考虑使用 PSM-DID 方法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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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缓解内生性问题。 首先,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筛选满足事前平行性特征假

设的互联网数字接入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协变量为收入、城乡分类、教育、
年龄、所属城市,匹配方式设定为有放回地、一对一匹配。 然后,本文再使用“双
重差分法”考察互联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如下:

Trustit = βTreatit + γP it + ηC it +λ t + μi +εit (3)
等式(3)中,Treatit 是表示受访者在某一年份是否接受处理的指示变量,其系数

β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它度量了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在确认了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之后,我们将重点放在探索如

何维护或者提升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 更具体地说,在互联网时代,地
方政府如何积极有为地利用互联网维护或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为此,本文

引入“接触假说”阐释政府与民众信任的问题,政府利用互联网增加与民众接触

沟通,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政府透明度,减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进

民众参与互动的信心和获得感。 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公众的诉求,
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在接触的过程中增进信任。 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尝

试从“服务中的接触”和“交流中的互动”两个方面检验“接触假说”。
Trustit = β1Digitalit × Contactit + φNetit + θConectit + γP it + ηC it +λ t + μi +εit

(4)
等式(4)中,本文加入了“数字接入”和“沟通交流”的交乘项来考察沟通交流如

何影响互联网数字接入在个体对政府信任评价中的动态作用,其中 Contactit 表
示政府与民众的接触沟通,具体地,我们用数字政务指数表示“服务中的接触”
和政务微博表示“交流中的互动”。

2.2　 变量描述

实证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 Trustit  是受访者对政府官员的信任评分。 问卷中

的具体问题为“如果 0 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 分代表非常信任,请你对干部的信

任度打分?”。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受访者对“干部 / 政府官员”的信任评分来代

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其合理性在于:其一,在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念中,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分离的,中央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人

民,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多是地方政府和官员执行不当、徇私枉法。 因此,对
干部 / 官员的评价更多的是和地方政府是挂钩,而非中央政府(Li,2004;Zhao

 

and
 

Hu,2017)。 其二,在采访语境下,询问受访者“您对干部 / 官员的信任水平

如何?”,受访者更多的是基于在生活中与政府办事人员的接触体验而作出判

断,其信任评分更多地指代地方政府。 此外,实证中还使用了问卷中另外一个

问题作为替代性的被解释变量,该问题为“您对去年本县或县级市 / 区政府工作

的总体评价是?”,打分从 1 ~ 5,对应的认可度逐步降低,本文对分值进行了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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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数字接入(Digitalit)

 

,它是一个表示受访者 i 在
年份 t 是否上网的二元变量。 在问卷中该问题的具体表述为“您 / 你是否上网?
上网指通过电话线、局域网、无线网等各种方式接入互联网的行为”,本文将上

网赋值为 1,不上网赋值为 0。 此外,本文还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受访者的

“每周上网时长”用于稳健性检验。 关于上网时长,问卷中的具体表述为“一般

情况下,您 / 你每周业余时间里有多少小时用于上网?”。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关键变量风险,模型中加入了个体特征和城市特征

两类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收入、年龄、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城乡

分类、受教育年限、社会地位、重大疾病、失业状况。 其中,生活满意度、对未来

信心和社会地位是受访者对自己情况的自评分,分值从 1 ~ 5,对应的评价也越

大越好。 城乡分类和失业状况是二元变量,用于判断受访者的户籍和就业状

况,重大疾病则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是否因病住院来判断。
城市特征变量包括:房屋均价、交通拥堵指数、地震灾难频次、每万人医疗床

位数、一般财政支出总额、空气污染状况。 其中,交通拥堵指数来自于百度地

图,地震灾难频次是受访者所在城市在该年度发生地震的频次,空气污染状

况用受访者所在城市年度 PM2. 5 平均值表示,加入这些城市特征变量的原因

在于地方政府在这些领域表现得好坏会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和信任

程度。

2.3　 数据介绍

1)
 

CFPS 数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大型追踪调查,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
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查样本覆盖 25 个省 / 市 / 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

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CFPS 数据库在中国

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话题的研究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为学术研究和

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本文以 CFPS 为数据主体,利用 2014、2016 年和

2018 年调查数据构建一个三期的面板数据。 实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

变量及控制变量均来自于该面板数据集。
2)

 

数字政务和政务微博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字政务指数来自于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

报告》,该指数从政务服务的项目价值、服务质量、活跃用户数、回流率、故障率

和丰富度五个方面进行测度,服务项目涵盖了交管、车管、公积金、社保、医疗等

社会服务。 本文报告中提取了各省份的数字政务指数用于检验地方政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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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增进与民众的接触沟通,以达到改善不信任的效果。
而政府微博数据则来自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本文从中提取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单位开通的

政务微博数量,用于检验是否可以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增进政府和民众的沟

通,以达到改善不信任的效果。
3)

 

固定电话和地表起伏度数据

在缓解内生性的处理中,本文使用城市层面的历史固定电话数量和地表起

伏度数据,其中,固定电话数量来自于 1992 年、1994 年和 1996 年的《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地表起伏度数据是参考朱红春等(2005)方法,以 1 ∶ 10000 地形图

为信息源,等高距为 5m,水平栅格分辨率 5×5m 的高精度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字高程模型)提取的各城市地形起伏度数据。
4)

 

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2014、2016 和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主体,构建

了一个三期面板数据集,并匹配了数字政务指数变量、政务微博变量、固定电话

用户数量以及地表起伏度变量。 但由于 2014 的《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没有

报告数字政务指数,同时 2014《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没有报告政务

微博数据,因此,表 1 中数字政务和政务微博的样本量会少于其他变量。 固定

电话和地表起伏度的样本量少于其他变量则是由部分城市或者年份缺失造成

的。 此外,本文还删除了变量不完整的样本、数值异常的样本以及小于 16 岁和

大于 65 岁的样本,各个变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方政府信任 36800 4. 8715 2. 6471 0. 0000 10. 0000

互联网数字接入 36800 0. 4141 0. 4925 0. 0000 1. 0000

上网时长 / (小时 / 周) 36800 4. 9599 9. 3231 0. 0000 132. 0000

年收入 / 万元 36800 2. 4183 473. 7512 0. 9885 1040. 0000

生活满意度 36800 3. 7945 1. 0214 1. 0000 5. 0000

对未来信心 36800 4. 0334 0. 9990 1. 0000 5. 0000

城乡分类 36800 0. 5802 1. 7096 0. 0000 1. 0000

教育年限 / 年 36800 8. 0726 3. 7238 0. 0000 19. 0000

年龄 36800 48. 6959 14. 7027 16. 0000 65. 0000

社会地位 36800 2. 9589 1. 0214 1. 0000 5. 0000

重大疾病 36800 0. 1037 0. 3049 0. 0000 1. 0000

失业 36800 0. 0487 0. 3582 0. 0000 1. 0000

房价 / (元 / m2) 36800 8796. 5930 1073. 3510 2477. 6667 8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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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交通拥堵指数 36800 1. 5354 0. 1322 1. 21200 2. 2600

地震灾难 / 次 36800 0. 8373 1. 4617 0. 0000 6. 3000

每万人医疗床位 / 张 36800 78. 1654 27. 1487 0. 0039 176. 7087

一般财政支出 / 万元 36800 1. 58e+07 3262. 417 552. 8000 1. 04e+08

PM2. 5 / (μg / m3) 36800 44. 7794 15. 9412 5. 4719 100. 4755

数字政务指数 23876 5. 3866 5. 2767 1. 7340 29. 5100

政务微博 / 个 23876 5450. 6070 46. 9156 3100. 0000 10412. 0000

固定电话 / 万部 31142 124. 6397 118. 4082 11. 8 591. 0

地表起伏度 34289 208. 6636 173. 4242 1. 81 991. 63

3　 实证结果

3.1　 基准结果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交流互动方式,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

个体能够以较低的门槛获取到更充分的信息,降低了个体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

不对称;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独立思考的程度降

低,加之媒体,尤其是新兴网络自媒体热衷于报道社会负面热点新闻以获得关

注度的倾向,导致地方政府在网络环境中遭受更多负面冲击,影响到民众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感。
表 2 报告了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的一系列回归结果。 第

(1)列仅用地方政府信任水平对互联网数字接入进行回归,此时,互联网数字接

入的系数为-0. 6841,1%置信水平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

者,平均来说,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 第(2)列加入了一系列

个体特征变量用以控制一些可能会对互联网接入或者地方政府信任产生干扰

的因素,例如: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或者对未来生活预期乐观的受访者可能

因能够从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获益更多,而对当地政府的认可度较高(张维迎和

柯荣住,2002;王伟同和周佳音,2019);而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年龄、健康状况

则可能会影响到其使用互联网的能力或者甄别网络信息的能力,进而影响个

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在第(2)列加入个体特

征变量之后,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0. 3556,1%置信水平显著,结果同样

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来说,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

更低。
第(3)列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城市特征变量,如房屋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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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指数、地震灾难频次、每万人医疗床位数、一般财政支出总额、空气污

染状况,城市在这些方面的特征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表

现又会直接影响到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控制住这些城市特征变量可以

更加干净地识别互联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此时,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

为-0. 3595,1%置信水平显著,结论依然成立,即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

来说,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 第(4)列在前面的基础上控制

了个体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避免遗漏关键解释

变量的风险,此时,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0. 3701,1%置信水平显著,结论

依然成立。 第(5)列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一些不随个体变化的宏观

层面的冲击,此时,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0. 2833,1%置信水平显著,结论

依然成立。 第(6)列是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城市特征变量,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

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的结果,此时,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0. 2972,1%置信

水平显著,结果依然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来说,上网的个体对地方

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

表 2　 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1) (2) (3) (4) (5) (6)

互联网数字接入
-0. 6841∗∗∗ -0. 3556∗∗∗ -0. 3595∗∗∗ -0. 3701∗∗∗ -0. 2833∗∗∗ -0. 2972∗∗∗

(0. 0456) (0. 0499) (0. 0502) (0. 0484) (0. 0432) (0. 0428)

收入
0. 0150∗∗∗ 0. 0152∗∗∗ 0. 0157∗∗∗ 0. 0192∗∗∗ 0. 0199∗∗∗

(0. 0022) (0. 0021) (0. 0023) (0. 0020) (0. 0020)

生活满意度
0. 2164∗∗∗ 0. 2176∗∗∗ 0. 2263∗∗∗ 0. 2148∗∗∗ 0. 2256∗∗∗

(0. 0189) (0. 0188) (0. 0193) (0. 0181) (0. 0181)

对未来信心
0. 1963∗∗∗ 0. 2002∗∗∗ 0. 2016∗∗∗ 0. 2125∗∗∗ 0. 2142∗∗∗

(0. 0226) (0. 0218) (0. 0218) (0. 0206) (0. 0205)

城乡分类
-0. 3477∗∗∗ -0. 3411∗∗∗ -0. 3551∗∗∗ -0. 3531∗∗∗ -0. 3646∗∗∗

(0. 0591) (0. 0609) (0. 0603) (0. 0612) (0. 0610)

教育年限
-0. 0009 0. 0008 0. 0052 0. 0097∗ 0. 0160∗∗∗

(0. 0057) (0. 0057) (0. 0058) (0. 0049) (0. 0054)

年龄
-0. 0116∗ -0. 0113∗ -0. 0041 -0. 0049 0. 0043

(0. 0069) (0. 0068) (0. 0072) (0. 0066) (0. 0068)

社会地位
0. 3512∗∗∗ 0. 3511∗∗∗ 0. 3551∗∗∗ 0. 3173∗∗∗ 0. 3216∗∗∗

(0. 0191) (0. 0191) (0. 0193) (0. 0183) (0. 0185)

重大疾病
-0. 0296 -0. 0308 -0. 0240 -0. 0595 -0. 0514

(0. 0476) (0. 0470) (0. 0471) (0. 0456) (0. 0455)

失业
0. 1120∗∗ 0. 0968∗∗ 0. 0866∗ -0. 0010 -0. 0176

(0. 0498) (0. 0484) (0. 0488) (0. 0453) (0. 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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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房价
0. 0274 0. 0435 0. 0060 0. 1141

(0. 0534) (0. 0604) (0. 0822) (0. 0859)

交通拥堵指数
-0. 5736∗ -0. 6344∗ 0. 2372 0. 1572

(0. 3210) (0. 3304) (0. 3307) (0. 3453)

地震灾难
-0. 0156 -0. 0104 -0. 0248 -0. 0155

(0. 0233) (0. 0236) (0. 0186) (0. 0187)

每万人医疗床位
-0. 0011 -0. 0004 -0. 0002 0. 0012

(0. 0011) (0. 0011) (0. 0009) (0. 0009)

一般财政支出
0. 0161 0. 0129 -0. 0298 -0. 0286

(0. 0121) (0. 0133) (0. 0412) (0. 0405)

PM2. 5
-0. 0020 -0. 0027 0. 0012 -0. 0020

(0. 0031) (0. 0034) (0. 0043) (0. 0060)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常数项
5. 1548∗∗∗ 1. 8278∗∗∗ 2. 4108∗∗∗ 2. 2450∗∗∗ 1. 6050 0. 6233

(0. 0510) (0. 1914) (0. 4950) (0. 5033) (1. 1798) (1. 1592)

样本量 36800 36800 36800 36800 36800 36800

adj. R2 0. 0162 0. 0779 0. 0788 0. 0795 0. 0997 0. 1007

　 　 注:∗、∗∗、∗∗∗分别表示 10%、5%、1%置信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首先,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

的方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其次,考虑到受访者可能会因为现实生活中与地方

政府发生过矛盾而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这种效果并不能归因于互联网的

接入,因此,本文进一步剔除这部分样本进行检验。 最后,受访者可能会因年龄

的原因而养成不同媒体使用习惯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信任水平,本文尝试检验

此种影响是否存在。
 

表 3 第(1)列将互联网数字接入的代理变量由之前的“是否上网”替换为

“每周上网时长”,此时,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0. 0085,1%置信水平显著,
这表明每周上网时间越长,平均来说,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即互联网数

字接入会降低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使用“是否上网”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

结论相一致。 第(2)列将地方政府信任的代理变量由之前的“对当地政府信任

的打分”替换为“对本县市地方政府表现的打分”,通常来说,个体对地方政府表

现越认可,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越高,此时,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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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26,1%置信水平显著,结果依然表明互联网数字接入会降低人们对地方政

府的信任。 如前所述受访者可能会因为现实生活中与地方政府发生过矛盾而

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这种效果并不能直接归因于互联网的接入,因此,第
(3)、(4)、(5)列是依次剔除了“与政府干部发生冲突” “到政府办事被拖延推

诿”“遭遇政府不合理收费”样本后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互联网数字接入会降低

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之前的结论相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Ⅰ:替换变量与剔除样本

(1) (2) (3) (4) (5)

替换解释

变量

替换被解释

变量

剔除发生过

冲突样本

剔除发生过冲突,
办事遭推诿的样本

剔除发生过冲突,
办事遭推诿,遭受

不合理收费的样本

互联网数字接入
-0. 1026∗∗∗ -0. 3087∗∗∗ -0. 3142∗∗∗ -0. 3302∗∗∗

(0. 0350) (0. 0426) (0. 0430) (0. 0454)

上网时长
-0. 0085∗∗∗

(0. 0017)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4703 5. 1137∗∗∗ 0. 7035 0. 6698 0. 9367

(1. 1740) (0. 3781) (1. 1788) (1. 2111) (1. 3486)

样本量 36800 36003 36542 35513 31130

adj. R2 0. 0997 0. 0295 0. 1006 0. 0996 0. 0963

公共传播领域的研究认为出生于不同时间段的个体,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媒介使用习惯)不同,会形成各个年龄段独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从而影

响到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例如,中老年人可能主要通过印刷媒介获取信息,而
印刷媒介展示的信息会经过标准的内容审查,通常具有较高的政治专业性和严

肃性,因此,该年龄段的群体更有可能对政府产生高水平信任感。 与此形成对

照的是青少年群体,他们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获取信息,这类媒介上的内容对政

治批评灵活度更高、尺度更大,因而可能会影响到青少年会对政府产生负面评

价。 为了检验受访者因年龄产生媒介使用习惯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考虑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众传媒的演化历史,参考陈嘉楠(2019)的方式将受访者依

据出生时间将样本划分为三组群体:(1)印刷媒介原生代,出生于 1960 年及之

前的个体;(2)电子媒介原生代,出生于 1961—1977 年间的个体;(3)网络媒介

原生代(出生于 1978 年及以后)。 表 4 报告了三组群体的检验结果,互联网数字

接入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是印刷媒介原生代,还是电子媒介原生代,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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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介原生代的群体,在接入互联网之后,相较于本组别中的不上网受访者,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都会较低,证明了基准回归中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Ⅱ:出生时间、媒介演变与地方政府信任

(1) (2) (3)

印刷媒介原生代 电子媒介原生代 网络媒介原生代

互联网数字接入
-0. 1695∗∗ -0. 3391∗∗∗ -0. 2724∗∗∗

(0. 0892) (0. 0559) (0. 0733)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4060 1. 4618 0. 8433

(2. 4808) (1. 3556) (1. 2869)

样本量 8861 17686 10253

adj. R2 0. 1049 0. 0980 0. 0777

3.3　 内生性处理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并且加入了尽可能多

的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着一些无法观测到的变量在影响个体的上网行为的

同时,也影响到对政府官员的信任。 例如,个体政治热情可能会影响到其借助

网络获取政治信息的上网行为,同时也影响到其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从而

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为此,一方面本文使用城市层面历史上的“固
定电话用户数量”和“地表起伏度”作为个体互联网数字接入的工具变量来尝试

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 另一方面本文使用 PSM-DID 方法,筛选出特征相似,
而在互联网接入选择上不同的样本,来进一步考察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

信任的影响。
使用历史上城市层面的“固定电话用户数量”作为个体互联网数字接入工

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普通用户接入互联

网首先是通过固定电话拨号入网的,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才普及到宽带 FTTH
(Fiber

 

To
 

the
 

Home,“光纤入户”)和移动 4G 网络。 因此,个体接入互联网应该

与固定电话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也是

宽带网络建设和移动网络基站建设较早的地区,那里的人们会更早接入互联

网,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此外,随着网络通信技术快速迭代,宽带网络

由最早的 ADSL(电话线入户)、LAN(局域网接入),发展到目前的 FTTB(光纤入

楼)和 FTTH(光纤入户),移动网络也从 2G 技术发展到 4G 技术,固定电话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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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基本上不会影响受访者现在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评价,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 而“地表起伏度”作为互联网数字接入工

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早期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受制于地形、地貌条件,
在地势崎岖的地区,通信建设成本高,人们接入互联网的可能性降低,而平原地

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因此,地表起伏度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同

时,由于地表起伏度是自然地理变量,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较大变化,满足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关于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 (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以及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J
 

statistic)也全部通过。
表 5 第(1)列报告了使用历史上的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

果,其中,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2. 1302,1%置信水平显著,表明相较于不

上网的个体来说,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与之前的结果相一

致。 第(2)列报告了使用地表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此时,数字化转型

的回归系数为-2. 0233,1%置信水平显著。 第(3)报告了同时使用地表起伏度

和历史上的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此时,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

数为-4. 2016,1%置信水平显著,结论依然显示互联网数字接入降低了个体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 第(4)列是使用 PSM-DID 方法的回归结果,其步骤是:首先,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筛选满足事前平行性特征假设的互联网数字接入的处

理组和对照组,匹配协变量为收入、城乡分类、教育、年龄、所属城市,匹配方

式设定为有放回地、一对一匹配。 然后,本文再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互联

网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第(4)列中 Treat 变量的系数为

-0. 1862,10% 置信水平显著,表明互联网接入会降低人们对地方政府的

信任。

表 5　 内生性处理

(1) (2) (3) (4)

IV 固定电话 IV 地表起伏度 IV 固定电话和地表起伏度 PSM-DID

互联网数字接入
-2. 1302∗∗∗ -2. 0233∗∗ -4. 2016∗∗∗

(0. 4119) (0. 8091) (0. 7132)

Treat
-0. 1862∗∗

(0. 0912)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106. 2330 160. 7610 541. 460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106. 5120 167. 2670 566. 6620

Hansen
 

J
 

statistic 16. 5560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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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IV 固定电话 IV 地表起伏度 IV 固定电话和地表起伏度 PSM-DID

个体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 5689∗∗∗ 2. 4959∗∗∗ 3. 4611∗∗∗ 5. 6385

(0. 3601) (0. 3614) (0. 3973) (3. 9404)

样本量 31142 34289 31142 8213

adj. R2 0. 0141 0. 0172 -0. 2574 0. 4050

3.4　 异质性分析

3.4.1　 互联网主要用途的异质性

　 　 受访者使用互联网所从事活动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到互联网降低地方政府

信任的效力,例如,与使用互联网主要是为了购物、游戏的群体相比较,使用网

络获取新闻信息的群体,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受到互联数字接入的显著

影响。 为此,本文根据受访者使用互联网主要用途的差异,将部分样本划分为:
用于工作、用于社交、用于娱乐和用于商业活动(如购物、网银)四个组别。 具体

的处理过程如下:CFPS 问卷中有询问受访者“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使用互

联网社交的频率”“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使用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选
项有“1. 几乎每天,2. 一周 3 ~ 4 次,3. 一周 1 ~ 3 次……7. 从不”,我们首先对频

率所对应的数值进行了逆向处理,数值越大,表示频率越高。 然后根据受访者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判断出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用途。 如果受访者对于两

种及以上的用途的频率打分一样的,例如“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的回答是

“几乎每天”,同时“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也是“几乎每天”,则该名受访者会

被同时划分为“用于工作”和“用于社交”两个小组。
表 6

 

报告了 4 个组别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

在“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系数分别为-0. 0057 和-0. 0065,且均显著,而在

“用于工作”和“用于商业”的组别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用于社交”和“用于娱

乐”的受访者会通过网络获取大量信息,而互联网对有关于地方政府的负面信

息通常具有选择性放大的效果,长此以往,受访者会因为这些负面信息而降低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表 6　 互联网主要用途的异质性

(1) (2) (3) (4)

用于工作 用于社交 用于娱乐 用于商业

上网时长
-0. 0026 -0. 0057∗∗ -0. 0065∗∗∗ -0. 0135

(0. 0041) (0. 0028) (0. 0025) (0.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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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用于工作 用于社交 用于娱乐 用于商业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9004 2. 6686 2. 6168 4. 1840

(3. 2875) (1. 7875) (2. 1936) (6. 5984)

样本量 2591 5639 4892 512

adj. R2 0. 1061 0. 1019 0. 1037 0. 0885

3.4.2　 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已有的研究认为教育会对社会信任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王伟同和周佳

音,2019;叶韦明和高经纬,2019),教育能够增强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认可,增进

对民主和社会运行规则的理解,从而促进社会信任提高。 但在政府信任领域的

探究相对不足,为此,本文根据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将样本划分为:文盲、小学

及初中学历、高中及中专学历、大专 / 本科及以上学历四个组别,考察互联网接

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不同学历群体间表现出的差异。
表 7 第(1)列报告了未接受过教育群体的回归结果,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

数不显著,表明在未接受过教育的群体中,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作用

较小,这可能是因为未接受过教育的群体在接入互联网后,在理解网络所传播

的各种复杂信息方面有困难,互联网对于他们来说主要是游戏、看剧等娱乐来

源。 第(2)列和第(3)列报告了“小学及初中”、“高中及中专”群体的回归结果,
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均显著,表明在这两类群体中,互联网数字接入会降低

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群体具有使用互联网的能力,但是

却缺乏辨别互联网信息的能力,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容易受到互联网信息的

干扰,而互联网本身有助于负面案例的传播,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过度关注社会负面新闻,可能会降低中等学历群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第(4)
列报告了“大专、本科及以上”群体的回归结果,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人群具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对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可以加

以筛选和分析,对政府形象有比较稳定的认知,较难受到互联网信息的干扰。

表 7　 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1) (2) (3) (4)

文盲 小学及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本科及以上

互联网数字接入
-0. 1032 -0. 2941∗∗∗ -0. 4441∗∗∗ -0. 2704

(0. 1745) (0. 0487) (0. 0942) (0. 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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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文盲 小学及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本科及以上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3657 0. 8866 2. 2545 1. 8584

(2. 6034) (1. 5343) (2. 1945) (1. 6946)
样本量 4280 23658 4247 4615

adj. R2 0. 0789 0. 0989 0. 1405 0. 1199

4　 进一步分析:
 

接触沟通是提升信任的有效方法吗

本文第四部分的一系列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数字接入会降低人们对地方

政府的信任水平,并且结果十分稳健。 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会深刻影响到社会

的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前景,当公民远离、排斥政府,甚至采取行动抵制政府的

各项政策举措时,不仅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与权威,还将提高行政成本,降低

政策推行效率,损害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更应当思考如何面对互联网对地方

政府信任的冲击,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事件主体,如何积极有为地利用好互联

网增进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受“接触假说”启发,本文提出“主动与民众接触沟通是改善地方政府信任

的有效措施”的假设,并在本小节通过“服务接触—数字政务”和“交流互动—
政务微博”来检验此假设。 近年来,我国持续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以信息

化为手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 2015 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

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 2016 年,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上强调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
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

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

学决策。 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尤
其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通过远

程服务有效助推了各地各行业的有序复工复产,数字政务平台成为人们与政府

沟通的重要方式。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在线政务用户规模达

9. 21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9. 2%,占网民整体的 89. 2%。 与此同时,政府机

构也积极利用各种新兴社交媒体传播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与民众互动交流。
截至 2020 年 12 月,已有 31 个省(区、市)开通政务微博和政务抖音,其中,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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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累计达 140837 个,开通政务抖音号也达到 26098 个,社交媒

体也成为民众与政府互动的重要渠道。

4.1　 服务接触:
 

数字政务

数字政务拓展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渠道,丰富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并
且使民众的诉求能够更加便利和快速地得到响应。 借助数字政务,政府有了更

多的机会与民众接触。 本文使用的数字政务指数来自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互联网+”指数报告》,该指数基于政府微信公众号、城市公共服务小程序(如:
“粤省事”、“北京市政服务中心”)等的后台数据,从服务项目价值、服务质量、
活跃用户数、回流率、故障率和丰富度五个方面进行测度,服务项目涵盖了交

管、车管、公积金、社保、医疗等社会服务。 该指数很好地度量了民众通过互联

网与地方政府的接触。 但由于《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仅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报告中公布了各省份的数字政务指数,而本文的调查数据包含 2014、2016
和 2018 年三个年份,导致数据不能够完全匹配。 在数据匹配过程中,本文将

2016 年的 CFPS 数据和 2016 年的数字政务指数匹配,还将 2018 年 CFPS 数据

和 2017 年的数字政务指数匹配在一起。
 

表 8　 数字政务

(1) (2) (3) (4) (5) (6)

全样本 小学及初中 高中及中专 全样本 用于社交 用于娱乐

互联网数字接入
-0. 7210∗∗∗ -0. 7031∗∗∗ -0. 7682∗∗∗

(0. 0892) (0. 1011) (0. 2366)

互联网数字接入 ×数字

政务指数

0. 2610∗∗∗ 0. 2668∗∗∗ 0. 3825∗∗∗

(0. 0546) (0. 0641) (0. 0342)

上网时长
-0. 1219∗∗ -0. 3583∗∗ -0. 3636∗∗

(0. 0612) (0. 1420) (0. 1697)

上网时长×数字政务指数
0. 0091∗∗∗ 0. 0426∗∗ 0. 0495∗∗

(0. 0031) (0. 0054) (0. 0057)

数字政务指数
-0. 0283 0. 0525∗∗ 0. 2518∗∗ 0. 0134 0. 0646 0. 0821

(0. 0416) (0. 0274) (0. 130) (0. 0204) (0. 0490) (0. 0568)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 3259∗∗∗ 2. 7963∗∗∗ -0. 1111 1. 5898∗∗∗ 1. 8650∗∗∗ 1. 1663∗

(0. 2653) (0. 3094) (1. 0301) (0. 3397) (0. 6214) (0. 7001)

样本量 23876 18510 2050 23876 3496 2844

adj. R2 0. 0819 0. 0804 0. 1041 0. 0746 0. 0980 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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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第(1)列中,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0. 7210,1%置信水平显著,同
时互联网数字接入与数字政务指数交乘项的系数为 0. 2610,1%置信水平显著,
结合这两个系数可以分析出:数字政务这种服务性质的“接触”,能够有效降低

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负面影响。 第(2)列和第(3)列是使用“小学及

初中”样本和“高中及中专”样本的回归结果,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分别为

-0. 7031 和-0. 7682,互联网数字接入与数字政务指数交乘项的系数分别为

0. 2668 和 0. 3825,均为 1%置信水平显著。 与全样本的结果相比较,数字政务

对于中等学历人群来说,更加能够有效降低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负面

影响。 (全样本:0. 7210÷0. 2610≈2. 6724;小学及初中:0. 7031÷0. 2668≈2. 6353;
高中及中专:0. 7681÷0. 3825≈2. 0081。 在中等学历群体中,尤其是高中及中专

群体,数字政务指数变化更小的单位即可逆转互联网对于地方政府信任的负面

影响)。 由于中国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生态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政府非常重视

智慧政务系统的建设,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数字政府指数的增加幅度较大,
在本文的观察窗口期内,有超过 2 / 3 的省份,其数字政务指数增加幅度大于 2
个单位,由此可见,数字政务所部分表达的“接触沟通”不仅能够降低互联网数

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负面影响,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 第(4)列是将互联

网数字接入的代理变量由“是否上网”替换为“上网时长”,第(5)和(6)列是选

取使用互联网主要“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样本的回归,结果也表明数字政

务这种服务性质的“接触”,能够有效降低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负面

影响,并且相较于全样本来说,使用互联网主要“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

群体,数字政务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负面

影响。

4.2　 交流互动:
 

政务微博

政府机构开通政务微博可以增加与民众的交流接触,而且相较于数字政务

的那种单向的接触,政务微博提供了民众与政府双向互动的交流渠道,民众可以

通过政务微博与地方政府机构互动,增强公民的网上参与,进而改善公民对政府

的信任水平。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统计了 2016 年和 2018 年的各省份

的政务微博数据,但缺少 2014 年的政务微博数据,因此,仅能够将 2016、2018 年的

CFPS 数据与 2016、2018 年的政务微博数据相匹配,舍弃掉 2014 年的样本。
 

表 9 第(1)列中,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为-1. 4456,1%置信水平显著,同
时互联网数字接入与数字政务指数交乘项的系数为 0. 1322,1%置信水平显著,
结合这两个系数可以分析出: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互动性质的接触,能够有效

降低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负面冲击。 第(2)列和第(3)列是使用

“小学及初中”样本和“高中及中专”样本的回归结果,互联网数字接入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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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1. 7006 和-1. 3437,互联网数字接入与数字政务指数交乘项的系数分

别为 0. 1604 和 0. 1384,均为 1%置信水平显著。 与全样本的结果相比较,政务

微博对于中等学历人群来说,更加能够有效降低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

负面影响。 (全样本:1. 4456÷0. 1322≈10. 9349;小学及初中:1. 7006÷0. 1604≈
10. 6022;高中及中专:0. 7681÷0. 3825≈9. 7088。 在中等学历群体中,尤其是高

中及中专群体,政务微博变量更小的增加即可逆转互联网对于地方政府信任的

负面影响)。 第(4)列是将互联网数字接入的代理变量由“是否上网”替换为

“上网时长”,第(5)列和(6)列是选取使用互联网主要“用于社交”和“用于娱

乐”样本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互动性质的接触,能够有效降

低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负面冲击,并且相较于全样本来说,使用

互联网主要“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群体,政务微博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

互联网数字接入对政府信任的负面影响。

表 9　 政务微博

(1) (2) (3) (4) (5) (6)

全样本 小学及初中 高中及中专 全样本 用于社交 用于娱乐

互联网数字接入
-1. 4456∗∗∗ -1. 7006∗∗∗ -1. 3437∗∗∗

(0. 5397) (0. 6131) (0. 6623)

数字互联网数字接入×
政务微博

0. 1322∗∗ 0. 1604∗∗ 0. 1384∗∗∗

(0. 0636) (0. 0723) (0. 0425)

上网时长
-0. 5447∗∗∗ -0. 5249∗∗∗ -0. 5168∗∗∗

(0. 0550) (0. 0973) (0. 1069)

上网时长×政务微博
0. 0160∗∗∗ 0. 0164∗∗∗ 0. 0274∗∗∗

(0. 0017) (0. 0020) (0. 0054)

政务微博
0. 2917∗∗∗ 0. 2506∗∗∗ 0. 3230 0. 0209∗∗∗ 0. 0429∗∗∗ 0. 0324∗∗∗

(0. 0502) (0. 0558) (0. 2297) (0. 0064) (0. 0114) (0. 0129)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3962 0. 4220 -2. 4681 1. 0679∗∗∗ 0. 5837 -0. 1099

(0. 4860) (0. 5515) (2. 1061) (0. 3428) (0. 6443) (0. 7197)

样本量 23876 18510 2050 23876 3496 2844

adj. R2 0. 0839 0. 0821 0. 1070 0. 0769 0. 0995 0. 1006

5　 结论与建议

互联网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人们对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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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

任的影响,并验证了地方政府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与民众的接触交流是否有利

于提升信任,得到如下结论:互联网数字接入会降低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

平;在删除样本、替换变量、考虑年龄和媒介使用习惯的影响后结论依然稳健;
在异质性研究中发现,相较于将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和“用于商业”的受访者,
“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受访者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

降更为明显;而相较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大专、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等学

历”群体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加明显。 在提升信任

的措施方面,本文验证了地方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接触沟通是提

升信任的有效措施。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基准回归的核心解释

变量是虚拟变量,这样的实证策略是通过比较上网的受访者和不上网的受访者

对地方政府信任打分,来判断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但却无

法精确量化出互联网数字接入率的提升导致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程度。 未来

的研究可以使用质量更佳的数据加以改进。
本文的研究发现一方面为当前政府机构的一系列网络参与行为(例如在抖

音、Bilibli 开通官方账号,增强影响力)提供了证据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

如何设计改善公共关系的具体方式方法提供了参考。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的政

策启示如下:(1)互联网数字接入虽然会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但是如果地方

政府机构能够积极适应技术变革,主动利用互联网增强与民众的互动,则可以

有效缓解这种不信任感,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后疫情时代。
(2)地方政府除了充分发挥官方网络媒体高效传播正能量的功能外,还应积极

开拓新媒体战场,引导舆论辨清是非,提高民众的信任度。 (3)随着后疫情时代

各种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地由线下转为线上,数字政务服务也是地方政府与民众

加强沟通的重要渠道,政府机构需要重视数字政务服务过程中的民众体验,通
过服务提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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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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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people􀆳s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online,
 

but
 

the
 

discussion
 

on
 

how
 

local
 

governments
 

actively
 

use
 

the
 

Internet
 

to
 

enhance
 

people􀆳s
 

trust
 

in
 

government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in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Internet
 

access
 

on
 

local
 

government
 

trust
 

based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and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he
 

“contact
 

hypothesis”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s
 

active
 

Internet
 

participation
 

on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
 

trust.
 

First,
 

the
 

benchmark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s
 

who
 

use
 

the
 

Internet
 

have
 

less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on
 

average
 

than
 

those
 

who
 

do
 

not.
 

Secondly,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ossible
 

endogeneity,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fixed
 

phone
 

users
 

and
 

surface
 

fluctuation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whether
 

an
 

individual
 

is
 

online
 

or
 

not,
 

as
 

well
 

as
 

the
 

PSM-DID
 

method
 

for
 

estimation,
 

and
 

the
 

results
 

also
 

confirm
 

the
 

findings
 

in
 

baseline
 

regression.
 

In
 

addition,
 

i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respondents
 

who
 

mainly
 

used
 

the
 

Internet
 

“ for
 

work ”
 

and
 

“ for
 

business”,
 

Internet
 

digital
 

access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trust
 

of
 

the
 

“ for
 

social”
 

and
 

“ for
 

entertainment”
 

groups
 

in
 

local
 

government.
 

Digital
 

access
 

to
 

the
 

Internet
 

significantly
 

reduce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among
 

those
 

with
 

secondary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no
 

education”
 

and
 

those
 

with
 

“college,
 

bachelor
 

or
 

above”
 

degrees.
 

Finally,
 

through
 

two
 

clues
 

of
 

digital
 

government
 

affairs
 

and
 

government
 

affairs
 

Wiebo,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rust
 

by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using
 

the
 

Internet
 

to
 

strengthen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hen
 

the
 

Internet
 

is
 

more
 

deeply
 

embedded
 

in
 

people􀆳s
 

liv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adapt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enhance
 

interaction
 

with
 

the
 

public,
 

and
 

enhance
 

individual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JEL
 

Classification　 H10,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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